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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
—评河野通明《江南稻作文化与日本》
中国科 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曾雄生
19 7 年 10 月 23 一 28 日 , 在中国江西南昌召开的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 日本神奈川大学河
野通明教授提出了~ 个“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与“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概念 。 他将公元 3 07 年晋代南渡后
大规模民族移动中 , 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南下定居的汉族稻作情景 , 称为 “江南汉族稻作文化 ” , 而把汉族南下以
前 , 江南地区通行的稻作 , 称为“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 。 他认为 , 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体现在自南宋以后多次
绘制过的耕织图中 , 其特点是 : (1) 男子插秧 ; (幻收获的稻谷经过脱粒 、脱壳而以米的形态保存于地窖 ; (3) 未
见祭神场面 。 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遗存于中国的西南部 、泰国北部 、印尼以及往昔的日本 , 特点是 : (1) 祭






河野提出这一概念是想论证其关于 日本稻作起源的假说 , 即 日本的稻作文化是由原来居住在江南的非
汉族先民带入 日本的 , 也就是说日本稻作文化的原形是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 , 而不是后来的江南汉族稻作
文化 。 那么 , 像河野先生所说的江南汉族稻作文化和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这些差异是真的存在吗 ? 两种
稻作的差异究竟在哪里? 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特点究竟是什么 ? 在考察了中国稻作文化之后 , 我们有理
由相信 , 河野所说的两种稻作文化的差异是不存在的 , 两种稻作的差异主要在于技术 , 而不是文化 。 火耕而水
褥是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特点 。
一 、水稻生产中的妇女
“栽秧季节姑娘家最辛苦 , 妹妹呀 , 你却会感到心甜 , 因为阿哥会在你身边 。 你栽秧 , 哥传秧。 你渴了 , 哥
送水。 回家陪你一路行 , 下田陪你一道走 。 就是到了九月璐秧时 , 也要一起在田间 。 ”
“栽秧育苗是一件细活 , 抓住节令啊 , 比什么都重要 。 八月土松水温和 , 栽下苗棵发蓬快 , 半个月秧苗便变
绿。 令天已是八月十五 , 我们田才栽了一半。 妹妹呀 , 你还得抓紧时间, 要把宝贵的时间追赶 , 月底得把秧栽
完 , 不能拖到九月了。 ” (’)
这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 “傣族 ”古歌谣中反映稻作生产中妇女插秧的歌词 。 没有理由可以否认像傣
族这样的一些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曾有过妇女插秧的事实 。 但问题是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中就没有妇女插秧
的情况吗 ?
人们普遍认为 , 农业的发明人可能是女子 , 可是当农业成为人类赖以谋生的手段的时候 , 妇女却从田中退
回到了家中 , 男耕女织 , 成为一种最佳的分工模式。 汉字中“男”和 “妇”两字就是这种男主外 , 女主内分工模式
的体现 。 男字 , 从田从力 , 表示男子力田 ;妇 , 从女从帚 , 表示妇女手持菩帚 , 打扫卫生 , 操持家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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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男女分工并不能阻止妇女涉足大田生产 。 普遍的情况是 , 在家负责家务的妇女 , 必须将做好 了的饭菜
送到 田间地头 。 这便是《诗 · 幽风 · 七月》中提到的 “同我妇子 , 谧彼南亩 。 ”特别是到 了农忙的 日子里 , 丈夫们忙
于田里农活 , 更加无暇顾及回家吃饭 , 因此妇女们送饭到 田头的现象就更为普遍 , “田家少闲月 , 五月人倍忙 。
夜来南风起 , 小麦搜陇黄 。 妇姑荷革食 , 童稚携壶浆。 相随铜田去 , 丁壮在南 冈。 足蒸暑土气 , 背灼炎天光 。
力尽不知热 , 但惜夏日长 。 ”白居易(7 72 一 8 4 6) 的这首(观刘麦)诗 , 描述的就是五月麦收季节妇女儿童 , 革食壶
浆 , 送饭到 田岗的场面 。 稻作农业中也类似情形 。 宋楼挤《耕织图诗 ·二耘) : “壶浆与革食 , 亭午来晌妇。 ”元人
刘洗(12 68 一 13 5 0 )( 秧老歌) : “三月四月江南村 , 村村插秧无朝昏。 红妆少妇荷饭出 , 白头老人驱犊奔 。 ”
送饭毕竟还不是下田干活 。 但当男子忙于其他更需要体力的作业环节的时候 , 妇女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
的作业是非常普遍的 。 有方志提到 : “妇女谧响 , 凡拔秧房水与男子均劳 。 ”(2) 插秧虽然是稻作农业中最费事的
一环 , 但并不是力气活 , 而完全是个熟练工种 , 经过一定的训练 , 妇女儿童也能承担 。 唐人刘禹锡 (7 72 一 84 2)
的《插田歌)中就提到了妇女 , 其曰 : “岗头花草开 , 燕子东西飞 。 田膛望如线 , 白水光参差 。 农妇白竺裙 , 农夫
绿蓑衣 。 齐唱田中歌 , 唤f宁如竹枝 。 ”南宋诗人范成大 (1 1 2 6 一 1 1 9 3 )《村居即事 )诗中虽然有 : “绿遍郊原白满
川 , 子规声里雨如烟 。 乡村四月闲人少 , 才了蚕桑又插田 ”的诗句 , 但也没有确切地提到妇女插秧。 宋人邵定
翁(插田诗》云 : “明朝早早起插 田 , 东方未明云漫漫。 阿婆柑床呼阿三 : 阿三莫学阿五眠 。 汝起点火烧破档 。
麦饭杂寂炮誊赞 , 邱嫂拔秧哥去耕 。 田家何待春禽劝 , 一朝早起一年饭 。 饭箩空 , 愁杀侬 。 ”诗中提到 “邱嫂拔
秧 ”应该看做是妇女参与拔秧的证据 。 “邱嫂拔秧”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 明清江南仍不乏其例 , 如“春三月垦核 ,
谷雨浸种 , 立夏落秧 。 秧田先序水 , 以板磨平之 , 然后 撒种 , 拆甲如针 , 谓之秧 。 以灰盖之 , 以粪洒之 , 长五六
寸 。 用妇女拔之 , 谓之拔秧 。 ”‘3)
但拔秧毕竟不等于插秧 。 有没有妇女亲自下田插秧的描述呢 ? 回答是肯定的 。 南宋诗人杨万里(1 1 2 4 一
1 2 0 6) 的《插秧歌)中就看到了妇女插秧的身影 : “田夫抛秧田妇接 , 小儿拔秧大儿播 。 笠是兜鉴蓑是甲 , 雨从头
上湿到押 。 唤渠朝餐歇半霎 , 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前未匝 , 照看鹅儿与雏鸭。 ”熟悉江南传统稻作生产
情况的人都知道 , 水稻一般是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下种 ,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秧龄便可以移栽 , 即从秧田移栽到
本 田 。 移栽前 , 先要将秧从秧田中拔起 , 洗去根上的泥土之后 , 扎成许多小把 , 再集中挑到大田里去 。 到了 田
里后 , 先把秧放在 田埂上 . 然后再把秧把一一抛在田中适当的位置 . 这时田里间可能已有人在插秧 , 如果手间
的秧不够 . 身后的秧又够不到 , 便可能直接接过抛过来的秧把 , 继续栽插 。 这是 “田夫抛秧田妇接”的由来 , 它
和傣族古歌谣中所唱到的“你栽秧 , 我传秧”是何其相似乃耳 。 不过江南稻作农俗中 , 忌讳手把手地传秧 , 因为
传秧 , 寓意为 “传殃 ” , 因此只能抛秧 , 由挑秧人把 “秧把 ”散抛田间 。 妇女擂秧的存在不仅见于诗中的描述 , 甚
至插秧女也成为诗人 吟哦的主题 。 清人陈文述就有《插秧女》“ ,诗一首 , 同朝钱载也有 (插秧诗》, 其诗以妇女
的口 吻写道 : “妾坐秧田拔 , 郎立田中插 。 没脚湿到裙 , 披蓑湿到脚 。 随意千科分 , 趁势两指夹 。 枢楼四肢退 ,
遍满中秧恰。 方方棋抨绿 , 密密僧衣法 。 针针水面出 , 女手亦留播 。 斜日日两竿 , 白雨雨一霎。 田头飞 鹭耸 ,
林际叫鸭鹅 ” 。 洪景皓(田蚕竹枝词) : “妇插青苗男流田 , 勤偏居后嫩居前 。 蓝裙黑垮青衫袄 , 不怕朝朝泥水
溅 。 ”‘5 )这些可能是妇女插秧最直接的证据 。
妇女参与大田生产不仅仅是插秧 , 尽管以擂秧为主 , 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 , 妇女还参加包括插秧在内 ,
以及耕田 、踏车 、耘田 、XlJ 禾 、打场的全部的大田生产活动 。 “乡村妇女最为勤苦 , 凡耘褥 、刘获 、桔梅之事 , 与男
子共其劳 。 ”‘6 ,唐人戴叔伦有 “女耕田行 ”一诗曰 : “乳燕入巢笋成行 , 谁家二女种新谷 。 无人无牛不及犁 , 持刀
研地翻作泥 。 自言家贫母年老 , 长兄从军未娶嫂。 去年灾疫牛囤空 , 截绢买刀都市中。 头巾掩面畏人识 , 以刀
代牛谁与同。 姊妹相携心正苦 , 不见路人惟见土 。 疏通畦垅防乱苗 , 整顿沟脸待时雨 。 日正南冈下饱归 , 可怜
朝雄扰惊飞 , 东邻西舍花发尽 , 共怜余芳泪满衣 。 ”诗中描写了一对姊妹 , 以刀 (铁搭 )代犁在田中耕作的情景 。
再以车水为例 , 江南地区 由于地势低下 , 田易受水 , 每当此时 , 农家便 “集桔梅以车救之 , 号大棚车 , ⋯ ⋯虽妇女
亦与焉 。 ”‘7 , “田妇踏右 , 田夫踏左 ” 。‘8 ,
其实 , 妇女参与包括插秧在内的大田生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 李伯重先生在探讨了明清江南农家妇
女劳动间题之后指 出 , 男女劳动者依据人体生理条件的差别 而在生产活动中实行性别分工 , 已有久 远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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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耕女织 ”是性别分工的主要形式之一 , 但这 种分工形式并非天然如此和一成不变的。 首先 , 性别分工有多
种形式 (例如明代江南就不仅有 “男耕女织” , 而且还 有 “女耕男织 ” ) , “男耕女织 ” 只不过是男女分工诸多形式
中的一种 ; 其次 , 即令是 “男耕女织 ” , 也有程度之别(例如 即使在清代 , 江南许多地方的农家妇女 , 除 了从事棉
纺织生产外 , 也或多或少地参加大田农作 ;相反 , 在晚清上海郊区的农家棉纺织业生产中, 男子也参加纺纱 ) ,
所以 “男耕 ”与“女织 ”之间的界线 , 也并不是径渭分明。 “男耕女织 ”这一农家劳动安排方式 , 虽然出现很早 , 但
是一直到清代中期 , 才在江南发展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模式 。 ‘, ,
但我们在强调妇女插秧的同时 , 并没有夸大妇女在大田生产中的作用的意思 。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 妇女
插秧仅仅是出于帮忙的性质 , 男子是大田 生产的主力 , 如果没有男子 , 而 仅仅 依靠妇女 , 在当时 的条件下稻 作
生产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 河野先生在文章中提 到了 日本在古代曾有过拾落穗之事 , 当时认为拾落穗乃是失去
了丈夫的妇人等穷人的权利 。 这 正是男女在大田生产中地位的反映 , 由于大田生产主要是男人的事 , 因此 , 失
去了丈夫的妇女很难完成水稻生产的全过程 , 所以只好靠拣拾遗穗来贴补 口粮 。 这种情形在中国也很普遍 。
前引白居易的《观XlJ 麦》诗的下半阅就这样写道 : “复有贫妇人 , 抱子在其傍 。 右手秉遗穗 , 左臂悬敝筐 。 听其
相顾言 , 闻者为悲伤 : ‘家田输税尽 , 拾此充饥肠 。 ”’拾穗成为一种民俗 , 在江南地 区就流传有这样的谚语 : “勿
拾稻穗头 , 吃苦在后头 ” 、 “穗头拾勿干净 , 死后无棺 材困” 、 “叩一百头 , 增一岁寿 ” (寓意拾一穗 , 弯腰叩头一
次)。 笔者小时候就曾参与过这种劳动 。 当时还处在人 民公社时期 , 一切收获归 以生产队为基本部位的集体
所有 , 但有个例外 , 这便是小孩放学或放假期间到收获后的大田里所拾稻穗归自家所有 , 可以充当 口粮 , 直接
用稻谷换取生产队米粉加工厂加工出来的米粉 。 参与拾穗的人群中 , 除了小孩外 , 还有个别老年妇女 , 他们所
拾的穗也归 自己 。
二 、稻作文化的祭神
祭神是传统农业文 化中一种普遍现象 , 稻作文化中自然也不例外 。 的确 , 在河野先生所选的反映江南汉
族稻作文化的《耕织图 )中 . 我们看不到 “祭神”的场面 , 但这并不否认祭神的存在 。 众所周知 , 中国 自南宋时代
以来 , 曾多次绘制过耕织图 , 它是描绘江南的稻作与养蚕 、机织情景的 。 而在这众多的耕织图中 , 虽然有些看
不到祭神的场面 , 但有些耕织图中却有祭神的场面 。 如康熙 (耕织图) 、雍正《耕织图》。 有些耕织图由于失传
已无法想见其画面 , 但从保留下来的(耕织图诗》中 , 可以肯定一些耕织 图有祭神的场面 , 元代书 画家赵松雪题
《耕织图》诗中 , 就能领略到祭神的内容 : “孟冬农事毕 , 谷粟既已藏。 弥望 四野空 , 戴桔亦在场 。 朝廷政方理 ,
庶事和阴阳 。 所以频岁登 , 不忧旱与蝗 。 置酒燕 乡里 , 尊老列上行 。 肴羞不厌多 , 热羔复烹羊 。 纵饮穷 日夕 ,
为乐殊未央 。 祷天祝圣人 , 万年长寿 昌。 ”从 中可 以看出 , 至少赵松雪所看到 的耕织 图有祭神的画面 。 即便有
些耕织中祭神场面不存在 , 也并不表示实际生活中不存在祭神活动 。 在唐代元镇的诗中我们能够领略到流行
于楚地的“赛神 ”习俗 : “楚俗不事事 , 巫风事妖神。 事妖结妖社 , 不同疏与亲 。 年年十月暮 , 珠稻欲垂新 。 家家
不敛获 , 赛妖无富贫 。 ”‘’“)
祭神的存在 , 除了一种习俗之外 , 更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 。 当人 们无力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时候 , 便
希望藉助于神灵的力量 , 是有祈的出现 ;而当风调雨顺 , 五谷丰登的时候 , 人们便认为这是神灵的恩赐 , 于是要
加以报答 , 是有报的出现 。 祈报的目的在于 “媚于神而和 于人” 。 祈报的对象 , 除了社 (五 土之神 )被 (五谷之
神)之外 , “山川之神 , 则水旱病疫之灾 , 于是乎禁之 。 日月星 辰之神 , 则雪藉风雨之不时 , 于是乎禁之 ” ‘川。进
而扩展到 “凡法施于 民者 , 以劳定国者 . 能御大灾者 , 能捍大患者 , 皆在所祈报也 ”““, 。
从江南稻作 民俗中 , 就能看 出这种祭神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 。 据《吴地稻 作文化》一 书的记载 , 江南地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在稻农的观念中 , 各路与水稻生产有关的神灵都要祭到 。 元植和赵松雪的诗中只提到
了十月丰收之后 , 稻农祭神的情况 。 实际上 , 从播种收获每个环节都几乎有祭神活动 。
以记述江南水稻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南宋初年陈算(农书) , 就有专门的 “祈报篇 ” , 可见到了宋代长江下游
地 区还存在祭神之礼 , 只是到了陈尊生活的时代 , 由于人战胜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 , 祭神已不象先前那般隆重
罢了 , 所以陈尊说 : “今之从事于农者 , 类不能然 。 借或有一焉 , 则勉强苟且而 己 , 乌能悉循用先王之典故哉 。
其于春秋二时之社祀 , 仅能举之 , 至于祈报之礼 , 盖蔑如也 。 ”当江南地 区由于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祭神活动渐
趋没落的时候 , 它却在一些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长期地保留下来 。
实际上 . 祭神正是汉族农业文化的传统之一 。 从近处说 , 现存于北京的明清两代建筑物 , 如天坛 、地坛 、先
农坛等 , 都与祭神 、祈求丰收有关 , 这点天坛祈年殿表现有尤为突出 。 从远处说 , 《诗经》及古代典籍中的许多
篇章都与祈报有关 , 甚 至其本身就是祈报之辞。 对此 , 陈奥 在“祈报篇 ’, 一一做了分析 。
作为汉族农业文化重要组织部分的稻作文化自然也不例外 , 《诗经 ·幽风 · 七月)云 : “十月获稻 , 为此春酒 ,
以介眉寿 ” , 就有祭神以祈求健康长寿的意思 。 而成礼记 · 月令》、《吕氏春秋 ·季秋纪》等文献所记载的孟秋之月
“天子乃以犬尝稻 ” , 则是一种典型 的祭神酬报仪式 。 据考证 , 狗之所以祭祀为神灵 , 可能是因为传说中 , 在一
次洪水之后 , 上帝派动物送稻谷给人 吃 , 只有狗把稻谷成功地送到人手里 。 当狗在水中游泳前进时 , 它所带脾
稻谷慢慢地都给水冲走了 , 只有粘在尾 巴上的稻谷没有冲走。 所以 , 后来人们所种植的稻谷都是长在稻茎的
顶端 (尾 巴)上 。 这个传说分布于云南 、四 川、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贵州 、江苏等省区 , 所不同的是 , 有些地方
故事的主人公狗变成了鼠而 已 。 无独有偶 , 在印度阿萨姆的 R cn g m a N ag a , 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 很早以前 , 人
们发现池塘中长着水稻 , 于是人派老鼠去取稻谷回来 , 从此人们开始种植水稻 , 同时老鼠成了谷仓的患害 。 狗
和鼠等把种子带给了人类 , 人类出于感激 , 每年都将获得粮食首先敬献给这些动物 。 如越南山 区的巴天人
(P A T H E N G )传说 , 狗 、 鼠和猪 , 帮助人从天上 偷得了稻种 , 所 以巴天人在稻谷收获后把第一碗米饭送给它们
吃 。 越南北部的芒人 (M U O N G ) 、印尼婆罗洲的恩加朱 ·达雅克人 (N G 习U D A Y A K )和中国云南的景颇 、怒
族和 傈僳等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传说 。 这也就是古书 “以犬尝稻 ”等的由来。 今天 , 也许人们已并不知道狗与
稻之间有何联系 , 但是“以犬尝稻 ”的仪式 仍然保留下来 。 如湖南农村将每年的六月初六定为尝新节 , 节 日中
要先以新米饭敬祖宗 , 再以新米饭给狗尝 , 然后才是全家人聚餐。
由此可见 , 祭神是稻作民族一种共同的习俗 , 与汉族非汉族无关 。 河野所用以作为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
化证据的 (四季耕作图 · 田乐) , 其实与 (诗经》等古代文献记载的情景是一致的 。 看到 田乐图的左半部分 , 使我
们不由得想起了《周礼 ·笛章) : “凡国祈年于 田祖 , 则吹幽雅 , 击土鼓 。 以乐田峻 ”的记载 , 和《诗经 ·甫田) : “琴
瑟击鼓。 以御田祖 , 以祈甘雨 , 以介我樱黍 , 以谷我士女 。 ⋯⋯磕彼南亩 , 田畦至喜 ”的诗句 。 田峻 , 即先农 , 又
称田祖 , 即神农炎帝 , 是为传说中农业的发明人 。 至少在元代王祯生活的时期 , 农家还保留着在秋收之后 , 击
鼓以祀田祖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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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乐除了可能与祭神有关之外 , 更可能与鼓劲有关 , 而这的确是源于原始集体劳动的一种习俗。 原始农
业劳动的特点是与唱歌 、鼓劲相结合 , 以增加劳动的兴趣并保持劳动的效率和纪律性 。 19 53 年 , 四川绵阳县
新皂乡东汉墓出土了一件陶制的水田模型 , 田中共五人 , 其中有一人有璐秧 , 一人腰部悬一面鼓 , 双手做击鼓
状 。 1 982 年绵阳市城郊公社何家山嘴一座东汉墓中又出土了一件陶质秧鼓俑 , 高 18 . 6 厘米 , 微微翘首 , 带笑
意。 身着短褐 , 腹部挂一小鼓 , 双手执俘作击鼓状 。 (15) 这些出土实物与田乐中所见一致。 耘鼓在宋代梅尧臣
和王安石的农具唱和诗中都提到了 。‘16) 耘鼓 , 又称薄鼓 。 宋代曾氏有(薄鼓序》载 : “薄田有鼓。 自入蜀见之 。
始则集其来 , 既来则节其作 , 既作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 。 其声促烈壮 , 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 , 朝落不绝响。 ”‘17)
这种薄秧鼓的风俗以四 川最盛 , 但并不限于四川, 在明清方志中可以查到 湖北 、湖南 、江西 、云南等都有此风 ,
薄秧之外 , 也行于插秧和车水之时 , 方式也大同小异 。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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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 , 许多(耕织图 )都是将 “聋,’( 脱壳)图 , 放在 “入仓 ”图之前 , 这样就使人产生 了一个误解 , 认为宋以后
江南稻作文化中 , 是以稻米的形态贮藏的。 实际上 , 碧与入仓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 碧过之后的稻米 , 可能
入仓贮藏起来 , 也可能是入釜 , 炊煮成饭 , 供人食用 。 在汉族江南稻作文化中确有藏米的作法 , 一般情况是稻
米经过过碧 , 再经过春 , 便用来贮藏。 (便民图纂)中记载了藏米的方法。 但藏米只是一种短期行为 , 某种意义
上来说 , 它并不是为了贮藏 , 而是为了食用方便。 明陆容《获园杂记)(1 4 94) 载 : “吴中民家 , 计一岁食米若干
石 , 至冬月春白以蓄之 。 名曰科春米 。 ”可见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中, 以稻米形态贮藏的仅仅是下一年的 口粮而
已 , 期限最长不过一年 , 而并不是要将所有稻谷都聋春成米加以贮藏。 吴民之所 以要预先春起部分米来 , 一是
因开春农务繁忙 , 无暇顾及 ;二是因春天春米 , 容易破碎 , 损失太大。
以稻米形态贮藏的仅仅是下一年的口粮 , 而 口粮以外的粮食则很可能是以稻谷的形态加同贮藏。 这里有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 即稻谷比稻米耐贮藏。 南宋舒磷提到“燕米者四五年而率坏 , 藏谷者八九年而无损” , 南宋
戴值也说 : “古窖藏多粟 , 次以谷 , 未尝蓄米 。 载于经史可考 , 武王发巨桥之粟 , 察人 掌九谷之数 , 仓人掌粟之
藏。 ⋯ ⋯然藏米绝少 。 唐太宗置常平 , 令粟藏九年 , 米藏五年 。 下湿之地 , 粟五年 , 米三年 。 ”他还特别提到江
南地区的粮食贮藏情况 : “吴会并海 , 卑湿尤甚 , 且盖藏无法 , 不一二载 , 即为黑腐 , 三年之令 , 不复举行。 ”‘19) 米
谷贮藏寿命的不同 , 历史上的一惯做法 , 以及江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 就使得江南汉族稻作文化中自然选择
了以稻谷形态为主的贮藏方式 。
其实 , 以稻米的形态加以贮藏还有一点行不通 , 这便是留种 。 稻种必须 以谷的形态收藏。 稻种播下之后 ,
如果能长出健壮的秧苗 , 自然是人之所愿 , 但事有不必 , 江南地区的水稻有时因播种太早 , 出现 “烂秧” , 这在陈
弃 (农书》中便有记载 , “多见人才暖便下种 , 不 测其节候尚寒 , 忽为暴寒所折 , 芽菜冻烂瓮臭 。 ” 当烂秧发生之
后 , “苗田已不复可下种 ” , 便须 “别择白田以为秧地 ” , 进行补种 。 补种需要种子 , 如果预留的种子用完 , 则可以
把准备用作食用的稻谷作为种子 , 而稻米则不克为种 。 因此 , 出于预防灾害的考虑 , 人们也多选用稻谷作为贮
藏的形态 。
中国的北方地区的确有用地窖贮藏粮食的做法 。 但这种贮藏方法并没有随着北方人的南迁 , 在江南地区
发扬光大 , 而是因地制宜的发展出了高架式仓库 。 南宋庄季裕提到陕西和江浙等地的粮食贮藏方法 , 其曰 :
“陕西地既高寒 . 又土纹皆竖 , 官仓积谷 , 皆不以物籍 。 虽小麦最为难久 , 至二十年无一粒蛀者。 民家只就田中
作窖 , 开地如井 口 , 深三四尺 , 下量蓄谷多寡 , 四周展之 。 土若金色 , 更无沙石 , 以火烧过 , 纹草组钉于四壁 , 盛
谷多 至数千石 , 愈久亦佳 , 以土实其 口 , 上 仍种植 , 禾黍茂于旧 。 ”至于 “江浙仓皮 , 去地数尺 , 以板为底 , 稻连秆
作把收 , 虽富家亦日治米为食 。 积久者不过两岁 , 而转地卑湿 , 而梅雨郁燕 , 虽育梁屋 间 , 犹若露珠点缀也 。 ”
“去地数尺 ” , 表示高 ; “以板为底 ”则是架。 足见所谓 “江南汉族稻作文化” 中所用仓皮为高架式仓库无疑 。 而
从 “富家亦 日·治米为食”一句更可以看出 , 南宋时期 , 江浙一带贮藏的是 “连秆作把 ”的稻谷 , 而不是去壳后的稻
米 , 否则无需日治米为食 。 冬春米的出现则可以省却每 日治米的麻烦 , 但这并不意味着江南稻作文化中稻米
成了贮藏的主要对象 , 实 际上 , 春米的出现只能看做是一种食用前的准备而已 , 而不是严格上的贮藏。
1 1 5
诚然 , 南方地区的确有用地窖贮藏稻米的情况 , 广东高州县陈仓米的发现便是一个例子。 据当地方志记
载 : “ 电白县旧城中⋯ ⋯土人掘地往往得窑 , 窑中有米坚如石 , 煎汤服之 , 可已瘟疫 , 传为冼夫人 陈仓米 。 ”据考
古工作者调查 , 广东高州县长坡公社旧城大队农民冯敏元家地下有一个约 70 平方米的稻米埋藏。 从地表向
下挖 1 米 , 可见一层烧焦的梁木桶条和部分木炭 , 厚约 0 . 3 米 , 下面即是炭化的稻米 , 中心处约厚 1 . 5 米 。 这
是冯敏元祖父修理旧屋时偶然发现的 , 此后祖孙三代不断挖取 , 至今已挖一万余市斤 , 只约占堆积面积的七分
之一 , 估计总贮藏量在 8 一 10 万斤左右。 以此可以证明 , 方志中所记载的陈仓米的存在 。 但陈仓米的存在并
不表明 , 地窖贮燕稻米是一种主要的贮藏方式 , 而只能说窖裁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 选择这种方式除了
要求更高的修造地窖的技术以外 , 还可能与防水 、防火 、防盗有关 。‘20)
同样 , 高架式仓库贮藏也不是所谓“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 ”中稻谷 (米)贮藏的惟一办法 。 江西省新干县
界埠战国粮仓的发现就是一个明证。 因为在这个粮仓中, 发现仓内地面开有四条平行的纵沟 , 宽深约 0 . 5 米 ,
长 61 米 , 沟距 1 . 4 米。 纵沟之间又有小横沟 , 宽深 0 . 2 米 , 长 1 . 4 米 , 横沟沟距 1 米左右 (2l) 。 这样的纵横开
沟 , 显然是为了地下的空气流通 , 防止米谷受潮 。 如果采用高架式仓库贮藏 , 开沟也就没有必要 。 以此可以




族进入江南以前的稻作文化 , 具体说来是公元 307 年以前的江南稻作文化 。 按照这个逻辑势必要得出这样的
一个结论 , 即水稻移栽在 307 年以前 , 即已经在江南地 区出现了 。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 , 至少到 目前为止 , 我们
仍然找不到任何在 307 年以前江南地区稻作中使用水稻移栽的证据 。
自汉代以来 , 许多历史文献在记载南方水稻生产的情况时, 都要用到 “火耕水褥 ”这样一个成语 。(z2) 古今
中外学者对于 “火耕水褥”有过多种解释 。 东汉应肋解释说 : “烧草下水种稻 , 草与稻并生 , 高七八寸 , 因悉荃
去 。 复下水灌之 , 草死 , 稻独长 。 所谓火耕水褥 。 ”唐张守节解释说 : “言风草下种 , 苗生大而草生小 , 以水灌之 ,
则草死而苗无损也 。 褥 , 除草也 。 ’旧 本学者中井积德解释说 : “盖苗初生 , 与草俱生 。 烧之以火 , 则苗与草皆
烬 , 乃灌之以水 , 则草死而菌长以肥 。 此之谓火耕水褥 。 ”天野元之助认为 , “火耕水褥是在初春地干时放火 , 然
后直播谷种 , 随着降雨量的增大(六月间 )而灌水 , 以促进水稻生长 , 陆生杂草因遭水浸而被淹死 , 从而达到抑
制杂草的目的。 ”以上诸种解释虽然存在分歧 , 但火耕水褥的一些基本特点还是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 , 这些基
本特点是 “以火烧草 , 不用牛耕 ; 直播栽培 , 不用插秧 ; 以水淹草 , 不用中耕 。 ”《翻由此也可以证明 , 所谓 “原江南
非汉族稻作文化”中是没有水稻移栽的 , 水稻移栽乃至于妇女插秧都可能是从汉族学来的。
中国水稻移栽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崔富 (约 103 一 1 70) 的(四民月令) : “三月可种粳稻 , 五月可别稻及蓝 ,
尽至止 。 ”但是水稻移栽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 , (齐 民要术)( 成书于 53 一 5 4 4 年间 )中虽然提到旱稻移
栽 , 所谓 “科大 , 如概者 , 五六月中霖雨时 , 拔而栽之 。 ”即将植株生长稠密的地方移到生长稀疏的地方 , (水稻遗
传学家张德慈先生认为 , 移栽的起源即可能与农 民从较密之分部分 , 将稻苗拔出重植于缺苗之处的所谓 “补
株 ”有关。‘24 , )但移栽必需有良好之本田整土 , 栽植时期有大量的人工 , 及适时之中耕除草与补植 , 往往为原始
农作制度条件下不允许。 长期以来都是地广人稀 、火耕而水褥的江南之地自然没有 , 也不可能实施水稻移栽 。
(齐民要术)中也仅仅见于早稻的补株 , 并非从秧田移植到本田 , 而当时北方的水稻栽培仍然是采用直播的方
法 。
再从江南地区来看 , 东晋陶渊明(365 或 3 72 或 3 76 一 4 2 7) 在一首诗中写道 , “或植杖而耘籽 ” 。 植杖耘籽 ,
从后世的情况来看 , 指的是一种耘稻 田的方法 , 这种方法以一手扶着木棍做成的拐杖 , (王祯农书)中称为 “杖
子 ”‘川 , 用双脚在稻田间左右前后移动 , 以去草扶泥 。 它的前提是在有行距和株距的情况下才得以进行 , 而在
水稻直播的情况下 , 似乎无所谓行距和株距 。 所以东晋时期 , 江西等地可能已采用水稻移栽 。 但是隋唐以前
的江南地区 , 由于普遍采用的火耕而水褥的水稻栽培方法 , 移栽可能并不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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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 区的水稻移栽是从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 。 中唐以后 ,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 , 水稻移栽才在江南地
区得到普遍的推广 。 有诗为证 : “六月青稻多 , 千畦碧泉乱 。 插秧适云 已 , 引溜加溉灌。 ”‘26) “水种新秧彼” ‘27) 。
“溪水堪垂钓 , 江山耐插秧”‘叫 。 “田膛望如线 , 白水光参差 ⋯ ⋯水平苗漠漠 , 烟 火生墟落 。 ”‘29) “江南热旱天气
毒 , 雨 中移秧颜色鲜 。 ” ‘30) “泥秧水畦稻 ”‘3‘, ; “水苗泥易褥”‘32) 等句 。 水稻移栽的普及 , 究其原因主要是 由于水
稻种植面积的扩大 , 一些水不甚丰富的地区 , 如所谓的高仰之地也都种上了水稻 , 这就扩大了对水和种子的需
求。 移栽不但使稻株生长良好 , 并抽穗期甚为一致 , 分萦均能生穗 , 倒伏亦少 , 更为重要的是移栽使得本田及
秧田之杂草防除较有效 ;在春间缺水时期内能充分利用水源 , 节约用水 , 减少播种量 , 扩大播种面积 ;便于作物
苗期的集中管理 , 以及移栽后的 田前管理 ;缩短本田之植种时期 , 有助于水稻及其它作物的轮作 。 种种好处 ,
正好适应了唐代以后江南地区水稻生产发展的需要 , 因而得到广泛的采用 。 江南稻作中真正使用移栽法可能
是在唐宋以后 。 在此之前 , 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江南的稻作都是以直播法为主 。 唐宋以后 , 江南的移栽法
能是从北方传入的 。
其实 , 何止移栽如此 , 江南的许多稻作技术的源头可能都要追溯到北方 。 如果说江南地区是稻种的起源
地 , 稻作技术却可能是在北方首先成熟起来 。 唐宋 以前 , 有关南方稻作技术的记载很少 , 有关稻作技术的记载
都见于反映北方农业生产情况的农书之中 , 稻田灌溉最早见于(诗经》, 水温调节见于(池胜之书》, 移栽见于
(四 民月令》, 耘田 、烤田见于《齐民要术》, 这些都是北方的稻作技术 , 并且在唐宋以后的南方稻作中得到应用 。
江南汉族稻 作文化并不是原来在中原培植过粟 、麦 、黍的汉族进入江南地 区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 而是在中原即
已种植过水稻的汉族把稻作技术从北方带到江南以后 , 适应江南 自然条件 , 加以完善的结果 。
讨 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以插秧作业是否使用妇女 . 稻的贮藏形态的方式 , 祭神仪式的有无等依据来划分江
南汉族稻作文化和原江南非汉稻作文化是不成立的 。 因为在这些方面 , 二者并不存在任何差别 。 如果真的有
所谓 “江南汉族稻作文化 ”和 “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 ”的话 , 它们的差异可能更多的是在技术方面 , 如历史文
献中广泛记栽的 “火耕而水褥 ”即可看做是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的特征 。
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稻作农业确与现代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存在一些差别 , 但现代江
南的稻作农业已远不是公元 3 07 年晋代南渡后的状况 , 而云南地区的稻作农业也没有停留在公元 307 年前的
往昔 。 它 们都在发展 , 并且不断地交流和融合 。 今天中国西南地 区的稻作文化 , 可能正是昨天的江南汉族稻
作文化 , 而非前天的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 。
其实 , 原江南非汉族稻作文化 , 无需远求诸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西南南部 、泰国北部 、印尼以及往昔的 日
本 , 二千多年前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给我们做了具体的描述 , 这就是 “楚越之地 , 地广人希 ;饭稻龚鱼 , 或火
耕而水褥 , 果隋赢蛤 , 不待贾而足 ;地势饶食 , 无饥谨之患 ; 以故粉魔偷生 , 无积聚而多贫。 是故江 、淮以南 , 无
冻饿之人 , 亦无千金之家 。 ”据此可以推断出原江南非汉族稻 作文化的特点 : 1 、稻米 已成为人们的主食 , 鱼为副
食 ; 2 、水稻直播栽培 , 没有移栽 . 更没有妇女插秧 ; 3 、水稻生产还很原始 , 产量不高 , 也不稳定 , 需要依靠采集和
捕捞来弥补水稻 生产的不足 。 4 、没有贮藏 , 也就更无所谓贮藏的形态和方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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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乾隆(海盐县续图经)
(6 )嘉庆(昆山县志 · 风俗)
(7 )嘉庆{吴江县志 ·风俗)
1 1 7
(8) 清 ·黄之隽《瘩堂集》卷 3 9 “踏车谣 ” 。
(9) 李伯盆 :( 从“夫妇并作”到 “ 男耕女织 ”—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 间题探讨之一》,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 96 年第 3期 。
(1 0 )元截 : (赛神)。
(1 1 )(左传 ·昭公元年》。
( 12 )陈雾(农书)卷上 “祈报篇” 。
(1 3 )杨晓东 :( 吴地稻作文化》, 南京大学出版社 . 19 9 4 年 , 页 73 一 82 。
(1 4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一 ’ , 页 3 0 9 。
(1 5 )孙华 、郑定理 : (汉代秧鼓俑杂说) , (农业考古) , 1 9 8 6 年第 1 期 , 第 1 1 2 页 。
(1 6) 梅尧臣“耘鼓诗” : “挂鼓大树枝 , 将以一耘籽 。 逢逢远远近 , 泊泪来田里 。 功既由此兴 , 晌亦从此始 。 固殊调狼猴 ,
欲取儿童喜。 ”王安石 “耘鼓诗 ” : “选逢戏场声 , 壤城战时伍。 日落未云休 , 田家亦良苦 。 问儿今垄上 , 听此何莽卤。 昨 日应官
摇 , 州前看歌舞 。 ”
(17 )王祯 (农书 ·农器图谱集之 四)第 23 5 一 2 3 6 页 。
(18 )详见游 修龄 : (中国稻作史) , 第 1 63 一 1 6 4 页 。
(19 )旅境 :( 眼琪 ·蓄米》, 丛书集成 , 3 19 册 。
(20 )王祯 : (农书 ·农器图谱集之 + ) 。
(2 1) 陈文华 :( 新干县发现战国粮仓遗址) , (文物工作资料) , 19 76 年第 2 期 。
(2 2 )《史记 ·贷殖列传) : “楚越之地 , 地广人稀 , 饭稻龚鱼 , 或火耕 而水褥 。 果隋直蛤 , 不待贾而 足。 ” (史记 · 平准书) : “是
时 山东被河幽 , 及 岁不登数年 . 人或相食 , 方一二千里。 天子怜之 , 诏 曰 :江南火耕水娜 , 今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 , 欲留之处 ,
遗使冠盖相 属于道 , 护之 , 下 巴 蜀粟 以服之 。” (汉书 · 武帝记) : “ (元抓 )二年 ⋯ ⋯九 月 , 诏 日 : ‘念京师虽未丰年 , 山林池泽之
饶 , 与民共之 。 今水潦称于江南 , 迫隆冬 至 , 联惧其饥寒不活 . 江南之地 , 火耕水褥 , 方下 巴蜀之某 , 至之江陵 。 ’” (汉书 ·地理
志 ) : “楚有江汉川泽 山林之饶 , 江南地广 , 或火耕水娜 , 民食鱼稻 , 以渔猎 山伐为业 , 果获成蛤 , 食物常足 。 ”《盐铁论 · 通有》:
“荆场南有佳林之饶 , 内有江湖之利 。 左睦阳之金 , 右蜀汉之材 。 伐木而树谷 , 婚莱而播某 , 火耕而水娜 , 地广而饶材 。 ”
(23 )彭世奖 :( 火耕水释新考》, 见陈文华 、渡部武编 : (中国稻作起源) , 六兴出版社 。
(24 )张德慈 :( 中国早期稻作史》, 《农史研究 )第二辑 , 北京 :农业出版社 , 19 82 年 , 页 89 。
(25 )王祯 :( 农书 ·农桑通诀集之三 · 锄治篇第七》。
(2 6 )杜甫 : (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2 7 )岑参 :( 岑嘉川集》卷一 。
(2 8 )高适 : (广陵别郑处士) 。
(2 9 )刘 禹锡 :( 插 田歌》。
(3 0 )张籍 : (江村行)。
(3 1) 白居易 : (白氏长庆集》卷十 。
(3 2) 白居易 :( 白香山集》卷十五 。
(上接 9 8 页 )
不同的遗传特性 , 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接近北部边缘地区的中国系统中频频发现 日本型特有的遗传标识 。 栽
培型的印度型 、 日本型的遗传差异反映着各自祖先野生种的遗传差异 。 不过对应野生稻种内的印度型 、 日本
型的分化没有在栽培稻 中看得那样明显 , 其大部份系统总的来看可以说是印度型 、 日本型的中间型 。 在栽培
稻中也存在许多应称为印度型 、 日本型的中间型或相换型的品种 。 包括它们的起源 、在解明栽培稻的起源中
还需要许多的实际证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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